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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20世纪 80年代，叙事学引入我国，曾经流行了短暂

时间，但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淹没，学人以谈文化为时尚而

很少有人谈叙事学了。您为什么要选此“冷门”，重新来研究叙事

学？研究叙事学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有何意义？

王 彬：叙事学在未产生之前，小说研究依附于诗学或者美

学。叙事学诞生以后，小说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由此向外扩

展到史学、影视、摄像等艺术门类。为什么叫叙事学？顾名思义是研究

叙事现象的学科。叙事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80年代引

进到我国，曾经热过一段时间，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淹没了。

叙事学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前者研究小说叙事规

律，后者研究小说的文化语境，就此而言叙事学其实已经与文化

主义合流。叙事学虽然不再显赫，但是小说依旧存在，而且小说的

叙事方法也依旧在发展，因此叙事学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

说，对小说研究依旧离不开叙事学。而且由于叙事学的重点是对

小说文本的分析，迄今为止，叙事学还是最为恰当的工具。当下学

者做文学批评时，往往超越叙事分析直接谈文化意义，忽略了叙

事层面的技术性的规律，从而难免流于学术空疏。

记 者：叙事学作为一种从西方舶来的学术理论，您如何做

到西方理论同本土话语的融合？同时在理论上有哪些建构和提

升？您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哪些理论创新？有何特点？

王 彬：用叙事学研究中国本土小说，比较与西方小说的共

性与殊性，必须做大量古今中外的文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烦琐、

艰苦的工作。为此我收获了不少新的理解，譬如叙事集团、叙事者

解构、第二叙事者、动力元、变异话语、亚自由直接话语、漫溢话语

等等。我认为叙事者是作家创造的第一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人

物，小说中其他人物都是叙事者的衍生物。因此小说的形态变化

均源于叙事者，叙事者的形态变化决定了小说的形态变化。叙事

者可以解构为叙事集团，叙事者的背后可以出现第二叙事者，从

而造成叙事分层与意义多元。动力元是小说前进的动力，动力元

形态决定小说形态。小说话语是对生活话语的变异，由此出现了

语感问题。所谓语感有这样几个层次：词语选择、词语组合、句型

与声律中的平仄关系。从话语角度考虑，小说由两种话语构成：来

源于叙述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对话，也就是转述语。转述语有

四种形式：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自

由直接话语属于内心独白，此外衍生出一种亚自由直接话语——

“他说，我明天一定去。”亚自由直接话语在当下我国小说中大面

积出现，是中国小说与域外小说在形制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小

说中，话语是故事的载体，话语为故事服务，但是，话语不应该只

是为故事服务，简而言之，故事也应该为话语服务，当故事为话语

服务时，话语便出现漫溢。考察小说艺术形态的一个重要标识便

是看话语的漫溢程度。

记 者：五四之后，我国主流文坛全盘西化，传统文学被边缘

化了，而您的叙事学研究特别注重叙事学的本土化，注重从我们

的传统文学入手，从中梳理理论经验，您为何用舶来的理论来整

合我们传统文学的叙事经验？

王 彬：五四以后，中国主流文坛在艺术形式上完全采取西方样式，传统文学被

边缘化了，而研究中国小说的特色，不得不向前寻找，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寻找中西小

说在叙事规律上的同异。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小说与西方小说在起源和本质上大有不

同。西方小说是虚构的故事，中国的小说是道理，是大道中的小道，属于道听途说的市

井琐谈。原点不同在形制上自然也不同，因此研究中国小说的叙事规律有必要回到本

土的历史深处，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应该指出，以叙事学为工具，研究中国小说叙

述现象与叙事规律，可以梳理出许多独特的叙事经验。

记 者：很多叙事学研究都是从西方或当代的现代派小说入手，而您则另辟蹊

径，从《红楼梦》《水浒传》入手，您有何考虑？

王 彬：研究叙事学的途径各有不同，比如俄国的普立普从西方民间故事入手，

分析其中的基本模式，从而构成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小说

与西方无论是在本源，还是在历史的形制上，都有着显著区别。由于五四以后小说的

西体化，因此分析中国小说的叙事特色只能向后看，而《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

的经典，以此做研究的底本自然会事半功倍，为此我在1998年出版了一部《红楼梦叙

事》，用叙事学的方法把《红楼梦》条分缕析地梳理了一遍，总结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

一些叙事经验，比如时间满贯，比如动力元、比如残缺话语等等。同时也解决了用传统

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小说的作者，究竟是曹雪芹一人还是曹雪芹与高鹗两人创

作的问题等等。就叙事学而言，传统与现代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就文本分析而言是没

有区别的，厘清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叙事规律，小说的起源与发展之间的脉络，共

性与殊性是极其重要的。

记 者：您特别注重回到传统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面对之前的文学遗产，如何

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发出更大的光彩？

王 彬：传统文化是当下文化的根，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在形态上，可以是西体，

但在内容与文化上则还应该是本土的，否则我们写小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潜意识的

不知不觉中，历史的文化影响其实对作家是十分深刻的，比如马原的小说《虚构》，作

者马原化身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是使用汉字写作的作

家。作为先锋派小说，这样的叙事方法当时颇为轰动。其实早在200多年以前，在《红

楼梦》中，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已经将作者化身为小说中一个人物，一个参与编

辑与传播《红楼梦》的编辑家，古今相通，却被我们忽略了。再如，亚自由直接话语之类

的残缺转述语，在《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以及“三言两拍”中多有出现，而且可以

上溯到《论语》，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文化现象。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默默地

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与动力。

记 者：您的理论著作不同于一般理论文章那样晦涩难读、佶屈聱牙，而是用语

简练、深入浅出，同时结合了大量的实例，读起来引人入胜，充满了趣味性和灵动感，

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语言风格？

王 彬：文学研究应该是多元化的，写作文本也应该多元化的，每个研究者的兴

趣、阅历、学养不同，写作的方式也不同。我从来认为理论著作也是给读者阅读的，也

要讲究审美、讲究灵动与趣味，让理论拥有更多的读者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以生动

的文本阐述枯燥的理论其实是很难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记 者：您长期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身处当代文学现场，有着丰富的文

学实践，对于当下文学的思潮和现象有及时的捕捉和把握，同时您也长期从事文学评

论工作，那么，您的研究同学院式的理论研究有何不同？

王 彬：我向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在我的研究范围，除了叙事学，还有中

国传统与北京文化研究。在北京文化研究中，我提出了微观地理构想，以此为指导，我

参与了北京不少历史遗踪保护与城市规划，比如北京第一条胡同——砖塔胡同的保

护以及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的规划，我认为学者研究理论应该为实践提供方向而不应

束之高阁。叙事学研究也是如此，要从小说创作出发而立足文本分析，总结叙事经验，

从而为创作实践提出某种可资借鉴的指向。我不喜欢空头理论，也不喜欢生吞活剥式

的外国理论的粗糙研究，把一种理论介绍給别人，总要自己首先弄通，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是不可取的，对域外文学理论不应亦步亦趋，而应使其本土化，并使之丰富、发

展，这才是当今中国学者应当为之努力的。

记 者：您花费多年时间研究叙事学，板凳坐得十年冷，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对

当下文学评论的一种态度，就是回到文本研究，回到文本细读，回到深入严谨扎实的

治学，而不是做空头文学评论家？

王 彬：我从80年代开始研究叙事学，1997年出版了《水浒的酒店》，1998年出

版了《红楼梦叙事》，2015年出版了《无边的风月》，2017年出版了《从文本到叙事》四

部专著。其中《红楼梦叙事》《从文本到叙事》属于经典叙事学，《水浒的酒店》与《无边

的风月》属于后经典叙事学。前者以《水浒传》中的酒店为研究对象，就酒店与文学、酒

店与历史文化的对应关系做了认真分析，把《水浒传》中的酒店作为研究对象，自《水

浒传》问世以后还是第一次。这本书出版以后触发了不少酒店以“水浒酒店”为名，这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边的风月》研究《红楼梦》的历史语境，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建

筑、服饰、器物、官职、经济、阶级、语言、丧仪、人物年龄等，将原本清晰但被历史遮蔽的

语境重新发掘出来，从而烛照人物幽曲，展现了《红楼梦》的真实意旨。这是十分费力的

跨界研究，需要刻苦钻研与文化积累。在当下，做文学研究，泛泛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

单一的文学知识也是不够的，应该有多种学科的专业性积累，对研究者来说或者是一

件应该为之努力的事情。这当然是我的不足为训的见解，很难说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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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 草草

世界上的诗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内向的诗人，另

一类是外向的诗人，这取决于二者对于本我的表达

程度，若将二者比作美人，前者较清新淡抹，教人目

及无遮，后者则妆容浓艳，好教人多费思量。我们很

难评判孰优孰劣，因为每个读者的趣味也都有暧昧

与犹疑之处。

华清作为诗人无疑是第一类。

在梦里，我们的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每一个

线索都同时进行，像是我们修成了无数个身外化身，

在经历过的、未曾经历过的每一则事件的零件里，冷

眼旁观每一个好梦与噩梦，当这些化身重组到一处，

便成了诗。我无意从一个诗人身上提取一个主题，

教科书式的简而论之，只会固化文辞的内在冲动与

丰富性，讲李白就说浪漫主义，谈杜甫就说现实主

义，要是给适之先生听了去，棺材板怕是要压不住。

好在我自己聚焦的词汇也属不及物，且又是无边无际

的虚构，所谓“春梦了无痕”。其实春梦也是华清诗集

的关键词，是其诗歌繁复的意义群中的精义所在。

在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里，我们可以明显看

到诗人对于时间的异常敏感，这是春梦的本质属性，

它也属张若虚的遗腹子，曹雪芹的无尽藏。华清刻

意地、以看似不经意的放松与些许的颓废搭建着属

于他自己的太虚幻境，不止是故乡的山水，城市的楼

台，更有酒神节一般的露天电影（《露天电影》），记

忆里如出自《聊斋志异》的眉目如画的同桌小玉

（《小玉》），以及臭气熏天的歌舞升平（《时代的老

虎》）、再无立场的滚滚春雷（《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

哪一边》）……当诗人枯坐于圣人临河而叹的圆座，

古与今、圣与凡，都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迷津，又何教

子路相问呢？且看《枯坐》：

他梦见自己身体里的水

在减少。这种干枯是一个过程

现在他还有水，只是坐着，水并不发出哗然的响声

他更静下来，终于听见耳边有轰鸣的声响

那是血液的流动，经过日渐狭窄的上游

像黄河上的壶口瀑布

他看见人形的沙漏在一秒秒流逝

尘埃在空气中迅速放大

光线弱下来，但也发出奇怪的沙沙声

他听见了那塌陷无声的

巨响，以及更深的静寂。他望见时针的骨牌

正一步步接近跳水的悬崖

他仍然坐着，坐了好大一会

他看见自己的一半慢慢倒了下去

但另一半晃了晃，最终又慢慢站起

这是一首近乎于元诗的作品，肉身与水的倒置

使时间的古老母题焕然一新。2000多年前，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时的时空尚是个身

外之物，花谢花飞与肉身之上仍是不同流速的时光，

大千世界在转瞬之间星移斗转，而本我的禅意却端坐

其中，拈起一瓣沾着尘埃的落花，这才搭起由外而内

的单行道，这是典型的旧式文人处理时间母题的方

式。而华清则不同，他将时间的流淌加之于自我的肉

身之上，而本体之外的世界却静止不前，这转换有些

像阳明先生所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

寂”。相较而言，阳明先生却少了内在的逝者如斯之

感。每一尊肉身都已成为倒计时中的人形沙漏，每一

段诗句也都在加速命运无常的流速，当流水注定走向

荒漠，新鲜注定走向枯朽，那一段枯朽，竟又能唤醒一

段新生，这是万物循环的奥秘，也是诗歌的命门所在。

作为一位深谙精神分析法的理论家，华清着力

于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结合，偶尔却不免轻

重偏颇，枝叶繁冗，敏锐的嗅觉赐予他旺盛的修辞

欲望，但也令他身置逻辑与诗意的混合漩涡里。在

我看来，相较于从虚构之物中提炼虚构，华清更擅长

从朴实的细节之中萃取出物的颓唐，如《飞蚊症》：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契约

作为不受欢迎的物体，它们强行

嵌入了我的身体，两只不明的飞行物

它将伴随且寄生于我

有限的余生

……

直到我的世界一片昏暗

这虚构的飞行物，方才湮灭于黑夜

我最终熄灭的天空

这首诗很有些博尔赫斯的味道，甚至可与《镜

子》对读一番。在诗中，华清又提供了一个凝视世界

的角度，光不再通过角膜虹膜晶状体，也并非是一个

全然倒置的镜像，而是在一个似万花筒般的虚实之

间。透过这双眼睛，人类竟成了尘世的贡品，鲜血、

安眠、雅乐，虚拟的飞蚊是这场盛大仪式的祭司……

仿佛华清偏爱着为牺为牲的徒劳，从《枯坐》到《飞蚊

症》，时隔6年的无助感未曾减损分毫。

这本诗集中有一首小诗叫做《蜘蛛》，其中描写

蛛网的一句，关乎诗集名称的来历，足见诗人对此诗

的偏爱。节选如下：

他梦见自己匍匐于自我

编织的网上，不明就里，有些犹豫

……

张力适度，如一座形式主义的花园——

一幅可以封存旧时代的漫画与图腾

……

可是也让他成为了经验主义的痴货

习惯于用短见迎接一场急雨，用自恋和刚愎

等待一场无名的野火

华清诗歌的修辞与意义生成方式，不也正如蛛

网吗？绵密之处自有一番黏性，网上的每一个节点

都是他神经电流的冲突，蛛网的每一次震动，都是

读者与他的心灵感应，读到诸些妙处，我们往往会

心一笑，定格在达利笔下静止的时光里，即便是狩

猎者的陷阱，也义无反顾，这便是诗歌的魅力了。

就写作而言，没什么比处理当下更难的了，诗歌

也不例外，因为灯下的飞蛾永远置身于更大的阴影

中，在华清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野心与魄力，

如《九十年代的叙事一种》《时代的老虎》《我不知道

春雷是站在哪一边》等等，皆是佳作，可“佳作”二字

又是笼统无意义的评判，毕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

有饮者留其名”，就干脆将更多妙处藏在此文身后，

留与更多会心之人寻寻觅觅的好。

华清《形式主义的花园》

当肉身倒当肉身倒置成沙漏置成沙漏
□□张世维张世维

宁夏位于我国西北东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

祥地之一。早在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

秦汉时期，宁夏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重要节

点。欧亚商旅往来不绝，各种文化形态交汇融合，同

生共长，形成了既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有着鲜明

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文学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我国文学版

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块。

宁夏当代文学的萌芽与新中国同步，而宁夏文

学的兴起完全与改革开放同步。

1978年冬季某一天，张贤亮从农场收工回来，在

自己的小土坯房里用过晚餐后，趴在砧板上，用借来

的蘸水钢笔，在学生作文用稿纸上写下了一行标题：

《四封信》。当书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张贤亮脑海里

回响着积攒了20多年苦难结晶般的声音：在中国，个

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这是张贤亮第一部短篇小说，他从此一发而不

可收，创作出了十几部短篇、系列中篇“唯物论者的

启示录”、数部长篇以及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

国》，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加入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

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这一新生事物既

鼓且呼。张贤亮声称，自发表作品以来，他从未满足

于只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家，而是把文学当成

参与社会变革的一项活动；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

了：不改革，便没有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张贤亮后

来多次充满深情地说，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正是依

靠劳动人民的温情，才使自己保持了生的希望。时至

今日，许灵均、李秀芝、章永璘、马缨花、海喜喜、黄香

久等一系列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闪烁着奇异光彩的

形象，他们在历史中存在着、见证着。

强烈的祖国意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以及对

苦难的书写，正是张贤亮贡献给当代宁夏文学的一笔

珍宝。1996年，小说家南台出版了长篇小说《一朝县

令》，延续了张贤亮作品中的改革主题：苦泉县，宁夏

南部地区一个闭塞、落后、沉闷的小县城，依稀感受到

了源自京华的改革大潮，死水微澜，其下是改革与保

守势力的较量。作者曾亲口对我说，小说原名《在铲

除了玫瑰花的土地上》，此刻虽春寒料峭，瑟瑟发抖的

嫩叶毕竟感应到了无可阻挡的春天气息。张贤亮评

价道，南台质朴、传统的叙事形式中是注入了新的生

命力的，并且内含一种批判锋芒。与此同时，油画专

业出身、亦具文学天赋的马知遥，还在一家电影放映

公司当美工，默默无闻，是张贤亮发现了他的才华并

鼓励其成为专业作家。感激于老友的提携，马知遥以

数十年之力完成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仿

佛是为着呼应张贤亮，小说用写实和幽默风格叙述了

一个回族旧家族数百年间的苦难史，以之为载体，寄

寓了一种紧迫的变革意识，用嘶哑的声音执著地诉说

着、吟唱着爱国主题。查舜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

中，留城还是回乡，两种观念交战于那个即将毕业的

农村大学生的脑中，他最终迈出艰难而坚定的一步，

在月光明明、梨花如雪的夜晚走向默默支持了他4年

的乡间女友，无意中印证了传统美德的力量。

张贤亮、南台、马知遥等老作家们，共同构建了

当代宁夏文学的格局，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因此而受

惠并且能够顺利成长起来。与老辈作家们的现实关

怀、忧患意识等有所区别的是，年轻作家们要从容得

多，个体生命、现实状况和独具风貌的宁夏人文地

理——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遗存，以及汉、

回、满、蒙古、东乡等多民族相亲共融的共同体意识，

凡此种种，皆为他们文学取材的对象，涵泳其中，表

现于外。石舒清以描写西海固地区民间生活的作品

而为人称道，这仅是一个方面；他的视野更为宽广，

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对汉语文学那种如生命般的

分外珍惜，形成了他短篇小说的审美追求：形制要

短，意味须深，杜甫诗“篇终接混茫”为他所深深服

赝。《逝水》《清水里的刀子》《清洁的日子》《果院》《低

保》等等，即为其小说美学观念的体现。郭文斌小说

则以优美的抒情笔调，于封闭、静态层面上，演绎了

代表着传统中华文化的诸种节日、风俗，如春节、端

午、元宵等节日以及婚丧嫁娶等习俗，小说《大年》

《吉祥如意》《开花的牙》中关于过年、丧仪等的形象

化描写，令人即刻联想到汪曾祺所说风俗乃一个民

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已离开宁夏多年的陈继明，

长于在从容之中体验急遽变化的社会心理，且多以

题材的尖新取胜，而他对家乡人事的书写，似乎又别

具一副笔墨，舒缓有致，亲切有味。

苦难意识是宁夏当代文学一个普遍性主题，然

而，描写苦难不是目的，激发内在生命和追求理想

方为最终的美学追求。张贤亮描写“苦难的历程”，

把苦难写尽、写透，写到力透纸背的地步，以达到

“本然的真实”即美丽和光明，为当代宁夏文学又开

辟了一条通途。沿着这条小说美学之路，李进祥注

视着各色小人物，把他们写进小说集《换水》《女人

的河》以及长篇小说《孤独成双》《拯救者》《苍狗》，

这些苦人儿，一如《女人的河》中坐在清水河边流泪

的妇人，她的泪水融进河水中，哭累了哭够了，毅然

起身，迎面生活。千年如斯的清水河知悉他们的心

声和秘密，那是一种向上的力，生生不息。马金莲

小说中的饥饿、贫穷、苦难主题甚至大幅洇染，可她

笔下时时闪现的“1980年”这一重要关键词往往被

忽略了——日子依旧辛苦，改革的大力终究惠及乡

民，他们的笑声中显示发自心底的欢快和明朗。长

篇小说《马兰花开》，塑造了一个因其父嗜赌导致辍

学的女孩子马兰，她慢慢化解痛苦，从人生低谷一

步步攀爬而上，在生活改变她的同时她也改变着生

活。马兰花，又名马蔺，抗逆性强，即是一种象征。

她与张贤亮笔下“美丽圣洁”的马缨花一道，成为了

文学中的姊妹人物。马金莲，这个瘦小的、一阵风便

可吹倒的“80后”女作家，却似精力弥漫、才气充溢，

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难肠》以及长篇新著

《数星星的孩子》，不倦地截取、描绘着人生诸相。同

样书写苦难，季栋梁更多关注了那些进城务工的乡

民尤其留守家乡的妇女老弱，他们有时被生活压得

喘不过气来，便独自跑到高高的山塬上，要么沉默地

坐上一整天，要么放开嗓门儿吼上几声秦腔，长歌当

哭，远望当归，然后再去重新打理生活。恰如长篇小

说《上庄记》所描写的寂寞春天里兀自开放的一树桃

花，生活也有着热烈的色调；又如挡山上生长着一种

独有的猫蹄蹄花，根系发达，再干旱的环境里也会如

期绽放艳丽花朵，亦是他们内在生命的象征。还有

小说家漠月，几十年来只写他记忆中美丽的草原，

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哪怕城市化

进程带来了化解不开的苦涩，就像他的小说集名

《遍地香草》，也难掩一种清新的香气。了一容，早

年四处流浪，小说多取材自身放牧、淘金、打工等经

历，他自述描写苦难就是为了凸显真善美；张学东，

以书写儿童世界而知名，渐次将目光转向广阔的社

会生活。金瓯曾以描写年轻人友情及面对陌生世界

极度不安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小说美学

谱系里，还可以加上一些女性作家的姓名，如韩银

梅、阿舍、平原、曹海英、许艺等；亦不能忽略基层和民

间的作者，比如一边打工、一边写作的马慧娟，她的作

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

极向上，希望通过文化创造新生活的态度和决心。

张贤亮说过，他描写苦难，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

的光辉和色彩，最终目的是要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

富多彩”。宁夏的作家们将这作为自觉的美学追求，

展现了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与小说实绩相比，宁夏诗歌创作于低调、沉静之

中，追求汉语的纯美精粹，摇曳多姿中显得其楚楚动

人。杨梓《西夏史诗》将数百年前古人一把拉到当

下，拷问其蛮荒生命之下的人性；梦也则低吟着“月

下/我的北方/马腹空了/马颈断了”与“大豆开花”呼

喊成一片汹涌海洋，展示北方之苍凉与热烈；杨森君

于智慧玄思中指点“马/比风跑得快/可马/在风里跑”，

寻常意象组合中寓含意味，深谙间离效果之三昧；林

一木则在诗的现代形式中咀嚼个体焦虑，低徊不已。

深沉的家国情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苦难

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多少可标示出宁夏文学的基本风

格，而因身处僻远地理空间，宁夏作家因之更亲近了

包括人性在内的自然，那种不期而至的、对内在生命

的倾诉，不吐不快，似无暇修饰，沛然而出。文学与生

命一体，这又是宁夏文学的另一面。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始终与祖国的命

运紧密联系，宁夏文学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

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

作品，形成引人瞩目的“西海固文学”现象、宁夏文学

现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致。

走进新时代，宁夏文学事业也必将走进新的春

天，取得新的进步，呈现出新的风景。


